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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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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留救助战争灾民的慈善福利机构，由政府救济机关及中外慈善团体

和社会组织协同开办，是中国战时社会救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

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量广，较为有效地救济了上千万难民。本文论述了战时难民收

容所的建立、数量与规模，以及特点和社会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专题之一。（注：参见王印焕：《近年来中

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89─190页。）史学界对难民群体的构成及

特征、难民的流动与西迁、难童的救济教养等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包括著作1部、论文16篇，代表

性篇目有：孙艳魁着《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罗义俊：

《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

《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孙艳魁：《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抗日战争研究》

1993年第1期、《试论抗日战争时期难民西迁的社会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抗日战

争时期难民垦荒问题述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

坛》1996年第6期、《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第5期；张丽：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李正华：《湘桂败退与西南难

民潮》，《历史教学》1994年第4期；刘敬坤：《抗战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我国抗战时人口与

难民问题》，《民国春秋》1995年第4期；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

1995年第3期；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其中部分成果已被

《中国社会通史》所吸纳。（注：参见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58-61页、第531-535页。）另有国外学者从国家的观点检视战争对各个层面和各个地区的

冲击，从中探讨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个别区域的难民潮。（注：Dinang lary黛安娜（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研究主任）：《战争的负荷：区域差异对战争的影响——抗战时期的广西战场》，

参见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1期，2001年版，第20页。）但是，关于难民救济设施之类的问

题，特别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构——难民收容所的专题研究则甚少见。笔者仅见有2篇档案史料选编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工作报

告（1937年8月—1938年2月）》，《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1998年第1期。）和罗义俊的《上海南

市难民区述略》及孙艳魁的《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等文有所涉及。抗战时期的难民问题十分严

重，而以难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救济设施亦随之复杂化。当战区延伸、难民如潮之际，中国当局所采取的

救济措施贯穿着收容—运送—配置之全过程，其中设所收容难民，不仅为首要步骤，而且是战时社会必不

可少的救济机构，它紧随着难民潮流的起伏而时设时并，其设建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容纳难民之

众，可谓史无前例。因此，本文拟专题研究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过程、构建状况及其主要特点，藉

以略现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系统的发展态势，并期望有助于抗战时期难民潮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收容机构的建立、维系及终止 

    所谓难民收容所，就是专门以难民为对象的救济机构。它是在紧急或重大灾难发生之时，由国家和社

会力量把遭受灾难的人口集合一起施以食宿安顿的福利场所。由于它的设立，通常是在难民大量出现之后

临时择地而成，所以，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和被动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区及非战区出现了几千个难民



收容所，其设立过程并无明显规律，总的趋势是伴随难民潮的流向而广泛设立，数量由多渐少，与抗日战

争进程相始终。 

    抗战时期收容所率先由中外民间组织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而自发设立。据当局报导，出现较早的收容所

主要有：（一）1937年8月上旬，北平佛教急振会在北平城内开办救济所12处，“以容纳来自战区之乡

民”。同时，通县同乡会亦开办收容所3处，“以安插通县难民”。（注：《救济伤兵难民，北平中外民

众团体通力合作热心募款》，《中央日报》1937年8月12日第3版。）（二）1937年8月13日沪战突起

后，沪同乡团体及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旋设收容所90余处，收容难民4万多人。（注：《沪救济会收容难

民4万人》，《中央日报》1937年8月18日第4版。）其中，救济会（注：沪救济会即上海国际救济委员

会，成立于1937年8月13日，由上海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青年会、中国红十字总

会、中国济生会、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进行会、世界红万字会等中外善团联合组成，屈文六、奥尔任首

届会长。）设于大世界的4处收容所，共有难民8600余人，所内给养概由救济会供给，“晨给大米，午时

给米与碳自炊”。（注：《沪救济会收容难民4万人》，《中央日报》1937年8月18日第4版。）据不完全

统计，自1937年7月7日至10月末止，由民间社团设所收容的难民共计约193350人。（注：梁子青：《救

济难民运动概况》（1937年12月27日于汉口），《创导》1938年第2卷第5期。）这些收容所全部利用庙

宇、祠堂、会馆、寺观、教堂及一些私人住宅等设立而成，设施极其简陋，具有很强的临时性。 

    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颁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重点规定了收容机构的设立办法：“无工

作能力者，指定地点收容，如人数过多，得酌量移送邻近地点安插，或劝令私人设法收容。”（注：《非

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第7条（甲），《抗战建国纲领浅说》，正中书局印行，1938年10月初版，第

123页。）随即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分别建立收容难民的救济院所，专门对难民“施以临时的给予食宿暂时

安顿办法”（注：卞镐因：《怎样把伤兵难民去增强抗战力量》，《奋斗》1938年第9期。），其开办经

费“首为地方救灾准备金及动用积谷、并募集之捐款，不足之处，由中央补拨”。（注：《各地救济机关

收容难民达百万人》，《新华日报》1938年5月5日第2版。）收容所遂正式成为政府救济机关的必备设施

而迅速广布全国。到1937年12月底止，官办收容所已达600所，收容男女妇孺难民约有100万人。（注：

梁子青：《救济难民运动概况》（1937年12月27日于汉口），《创导》1938年第2卷第5期。） 

    难民收容所的开办者，主要有政府救济机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各所的维持经费有少量政府补

贴，大部分则依靠社会募捐。其中民办所“全系由热心主持的人随时劝募得来，政府并未费过多少钱，甚

至自来水及电灯，还未能全部免费供给”。（注：吴椿年：《伤兵救护与难民救济》（1938年4月19
日），《民意周刊》1938年第21期。）正是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收容所的设立随着难民流向而从战地

推往邻近战区、非战区和后方各地，数量急剧上升，主要集中于上海、武汉及重庆等大城市内。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附近聚集的难民高达130万人以上，其中约70万人涌入上海公共

租界和法租界。上海国际救济会自战事发生的当天成立后，立即筹办难民收容所，至1938年2月底止，已

设公共租界收容所191所，收容难民9.5万余人；法租界收容所42所，收容难民4.7万余人，两租界收容难

民共计14.25万人。（注：《上海租界中的难民》，《新华日报》1938年3月1日第2版。）上海红十字会

自1937年11月9日成立南市难民区，到1940年6月30日停止活动期间，陆续开办收容所130余处，收容难

民最多时有10余万人。（注：罗义俊：《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第70页。）另外，上海市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在杭州饭庄、大世界、上海国货公司、太平寺、西海大

剧院及其它6处亦设有救济院收容所。据上海国际救济会调查，上海开战以后全市收容难民人数常保持于

14万左右，1937年11月增至19.4万人、12月达21.1万人、1938年1月多达23.3万人。（注：《上海租界

中的难民》，《新华日报》1938年3月1日第2版。）可见，上海战区难民大都进入中外善团主办的收容院

所暂得安顿。 

    随着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战区人口被迫大批迁徙逃难，武汉因交通便利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而

一度成为难民集聚中心地域。据国民政府1938年4月统计，全国已有难民收容所860所，收容难民96万
人。（注：《各地救济机关收容难民达百万人》，《新华日报》1938年5月5日第2版。）而武汉三镇就有

111所，占全国同期总数的12%以上（注：范任宇：《怎样以难民群里的知识分子来配合抗战工作》，

《难民》周刊第6期，1938年4月16日出版，第1页。），其中，由武汉振济委员会主办的所数仅有18
所，但其规模较大，容纳量一般为2000人以上，最多的达7810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武汉

三镇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参见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第6期，

第44页。），总容量为全市收容总数的60%以上。（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武汉三镇难民收容

所一览表》，参见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第6期，第44页。）其

余93个民办所，规模偏小，一般容纳上百人而已，有的仅收容几名难民。（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武汉三镇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参见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
第6期，第44页。） 



    武汉保卫战开始后，城内人口疏散，大批难民涌向西部大后方，救济机关随之设立了多种为流动难民

服务的救济设施。其中，应用最广的办法即在交通要道、必经城市之关口等开办收容所，准备水饭和睡眠

处所，为难民供给膳宿和医疗，力求在“难民到一处地方，那儿就得设立收容所”。（注：锺可托：《抗

战中之服务难胞运动》，《新华日报》1939年7月9日，第3版。）这样，收容所紧跟难民的迁徙而时设时

撤，从战地推向后方，到1939年上半年的设所数量达到高潮，全国15省共计1000所左右，其中分布于

湘、鄂、赣三省即达270所；另有收容难民儿童的儿童教养院和保育院共71所，已收容难童3万余名。

（注：钟可托：《抗战中之服务难胞运动》，《新华日报》1939年7月9日，第3版。） 

    战争期间，日寇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后方各地，陪都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每次空袭都造成无数居民

流离失所。中国当局为此增设了专门收容机构，仅重庆一地在1940年8月下旬，就在江津、长寿、璧山、

永川等县及重庆近郊之南岸各处设立收容所共9处，收容难民2000人。同时，把市区内原有的8个收容所

合并为5个收容站，另在一些戏院、饭店等地增设10个临时收容所（注：《渝空袭救联处收容被炸难

胞》，《新华日报》1940年8月28日第2版。），收容空袭难民约2334人。（注：《渝空袭服务救济处招

待报界报告工作》，《新华日报》1940年8月30日第2版。）入所难民每日可获得当局救济机构发放的给

养1元，自费购买所内配备的稀饭茶水，并且只能夜间入所休息。这类收容所更具临时性，开办期只有一

周左右。 

    在上述大城市内，因设所既无固定场所，收留人员又极具流动性，故各所的存期都非常短暂，一般维

系半年左右。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于1937年12月设立的25处“永久”收容所，亦仅存6个月即全部解散。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11
页。）据艾青先生回忆，自己曾担任上海第25收容所指导员从事难民教育工作，“谁知才接手，翌晨收容

所就解散啦”（注：艾青：《解散之前》，朱作同、梅益主编：《上海一日》，上海书店据华美出版公司

1938年版影印，第149页。），所内200多名难民归并他处。 

    从1941年开始，难民收容所数量锐减，至当年12月底止，全国共有救济院所560所，其中，难民收容

所仅有11所，分布于陕西4所，浙江与广东各2所，江西和四川、广西各1所。（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

局编印：《统计月报》第75、76期合刊（1942年11、12月），第5页，《各省市救济院所数》。）究其

缩减缘故，首先是战局转趋平稳、难民人数下降。其次，国民政府实行了促进难民从事生产及参加抗战工

作的特殊救济政策，主要是对入所难民实行分批组训并介绍职业，仅1941年就有135163名难民受到组训

（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统计月报》第75、76期合刊（1942年11、12月），第65页，《各

地难民组训委员会待训应训及已训难民人数》。），16274名难民被介绍获得职业（注：国民政府主计处

统计局编印：《统计月报》第75、76期合刊（1942年11、12月），第64页，《振委会直属及辅助各机关

介绍难民职业人数》。），年轻力壮的难民被安置于难民工厂、难民农场等务工或务农，亦有获得小本贷

款从商而自谋生路者；老弱病残的难民则分别安置于养老院、慈幼院、残废所及儿童教养所等日常救济机

构长期救济。再次，由于敌伪的破坏，许多收容机构被迫撤并，如上海沪西难民区在1939年9月末被日伪

强行“接管”，慈联总会设立的14处收容所全部停办，1.86万名难民被迫遣散。（注：《中央日报》

1939年9月24日第2版。） 

    正是上述诸种因素的影响，收容机构日渐减少，至抗战后期所剩无几。而当1944年下半年湘桂大战发

生、难民人潮再起之时，收容所的设立亦有所增加，其中最多的是重庆设立了2个临时收容机构和13处固

定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人左右（注：重庆市档案馆藏：《市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组工作报告》

（1945年1月—3月），《救济难民委员会》全宗第15卷（一），第18-78页。），逃抵重庆的难民大多

被国民政府遣送到四川的大竹、永川、荣昌、达县、开江、通江、南江、巴州、仁寿、洪雅、夹江、丹

陵、绵竹、邛徕、蒲江、大邑等16县予以收容安插。（注：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训令：令救济

战区难民委员会（市秘壹字第310号）》（1945年1月13日），《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全宗，第5卷，

第67页。）1945年3月，重庆的难民收容所停办，维持时间仅5个月之久。同年6月底，涪陵等地的收容所

亦被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注：涪陵通讯：《涪陵收容所上月底结束，难胞生活大成问题》，《新华日

报》1945年7月4日第3版。）至此，抗战时期设立的难民收容机构全部撤销。但留所难民的遣散及安置工

作，一直持续到战后初期，常令国民政府困扰不安。 

    二、收容所总数及其规模 

    抗战时期各地先后设立的收容所数量众多，规模参差不一，现参照下列统计资料，对整个抗战时期设

立的难民收容所作一大致估计。 

    （一）国民政府公布的官办收容所的统计资料主要有三：1.1937年9月至12月，约计600所，收容难民

100万人（注：梁子青：《救济难民运动概况》（1937年12月27日于汉口），《创导》1938年第2卷第5
期。），平均每所容纳约1666人；2.1938年1月至4月，总计860余所，收容量达204万人（注：《各地救



济机关收容难民达百万人》，《新华日报》1938年5月5日第2版。），平均每所可容纳2300余人；

3.1938年4月至1944年12月底止，“由各省市振济会收容之难民，计共3914029人”（注：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1
页。），约有1700余所。上述三项合计，政府主办的难民收容所总计约2300余所，收容难民达490万人

之多。 

    （二）抗战初期的民办收容所的统计资料也主要有三：1.中外善团设于上海租界内的难民收容所共计

233所，收容人数为14.25万名（注：梁子青：《救济难民运动概况》（1937年12月27日于汉口），《创

导》1938年第2卷第5期。）；2.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办的收容所有25处，收容难民7万余人（注：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7年第24期，第8页。）；3.各宗

教组织和社会团体设于武汉三镇的收容所为93处，收容难民1.2万余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武汉三镇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参见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
第6期，第44-45页。）仅此合计，1937年7月至1938年4月止，民办所共有351处，收容难民22万余人。 

    （三）另据《国民政府年鉴》1943年统计（注：参见李世平着：《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207页。），1937年10月至1941年12月，后方各省共收容难民10286642人，其中1937年
10月至1939年底所收难民数量最多，达6704412人。 

    （四）难童收容数量。整个抗战时期，由儿童保育院、教养院以及其它救济团体所收容的战争灾难儿

童人数共计20万左右。（注：参见朱幸流着：《社会行政概论》，台北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77页。）

其中，儿童保育院共计61所（注：参见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544页。），收容难童3万名以上（注：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

探》，《江汉论坛》1997年第5期，第29页。）；儿童教养院100所，收容儿童28202名。（注：国民政

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各救济灾难儿童教养院所收容儿童人数及拨发款数（1941年12月）》，《统计

月报》第75、76号合刊，第62页。） 

    上列数据尚不完整，且存在重复计算现象，笔者仅把上述的官办所2300个、民办所351处、难童收容

机构161所等资料合计并参照《国民政府年鉴》估算，八年抗战期间先后出现的难民收容所共计3000所左

右，收容难民总数约1200万人以上，实属空前未有的庞大社会救济机构，其中官办收容院所占绝大多

数，体现了政府救济力量的主导作用。 

    再从收容所的规模来看，容纳量最大的是上海市救济分会设于上海交通大学内的第五收容所，收容难

民多达17000余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民国档案》1998
年第1期；第37页。）；最小所仅收容3─5人。（注：参见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

《江汉论坛》1996年第6期，第45页。）一般说来，官办所的规模较大，大多容纳二三千人；民办所容量

偏小，能收容上千人的所别极少；国际善团主办所之设施较为齐全，有的装有多量电灯及自来水，并为所

内难民供给热水数次，甚至对缺乳婴孩及病童“每天由友邦女士分发牛奶2次”。（注：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第37页。）不过，在战争环境

和当时条件下，每一个难民收容所的生活都非常艰苦，能坚持“日供两餐、夜供一宿”就算上等之所了。 

    三、收容所的特点 

    抗战前中国的社会救济机关834所，常年救济人数11.4万人（注：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

卷）》，第531页。），而战争期间增设的难民收容机构就有近3000所，收容救济人数1200万以上，不

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一些不同于平常救济院所的特点。 

    （一）收容范围十分广泛。 

    收容范围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收容对象来源广泛、成份复杂。虽然当局早在1937年9月颁行的《非常时

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中规定了收容“无工作能力者”，并着重以老弱疾病为物件（注：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1
页。），而实际上，由于战区广大、战期持久，受难人口众多，其中虽然有一些具备经济实力或有亲友投

靠而自谋生路者，但更多的人则一贫如洗，亟待救济求生。这样，能够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食宿的紧急避难

处——难民收容所，在“收容、尽量收容”的开办宗旨下，自然成为众所归之、良莠不齐的战时社会缩

影。 

    据武汉难民收容所1938年1月的统计资料分析，所内难民3100名，全部来自江浙战区，大多受过良好

教育，其中：“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占5%、受过中等教育的占15%、受过初等教育的占25%、受过普通



识字教育的占35%，未受过教育的占20%；失学的学生占25%、失业的学生占10%、商人5%、公务员

3%、熟练工人占20%、农民占47%（妇女在内）。”（注：叶朔中等主编：《伤兵问题与难民问题》，

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48页。）可见，早期的收容对象均来自战区，以壮丁最多，青年学生其次，而

老弱妇孺并不多见。 

    1944年12月，重庆市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组对设于南岸江边的5个收容所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

情况则更为详细具体（见表一）（注：重庆市档案馆藏：《各收容所概况表》（1944年12月），《救济

难民委员会》全宗第15卷，第12-13页。）： 

    表一 重庆收容所难民情况统计表 

    1.性别、年龄统计 

    -------------------------------------------------------------------------------- 

    年龄   1-5   6-10  11-15  16-25  26-35  36-45  46-80 

    岁    岁   岁    岁    岁   岁    岁 

    人数   85人   59人  64人   130人  145人  121人  163人 

    性别 男 40人   36人  42人   83人   84人  73人   110人 

    女 45人   23人  22人   47人   61人  48人   53人 

    总计   767人      男468人          女299人 

    -------------------------------------------------------------------------------- 

    2.籍贯统计 

    3.原有职业统计 

    -------------------------------------------------------------------------------- 

    职业   工人  商业 农民 政工 教师 医生 军人 卜艺 无业 

    技术 普通 

    人数 63  89  132  1   20  8   3   3   4  319 

    总计 642人 

    -------------------------------------------------------------------------------- 

    ，其中，有业者323人；无业人员319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 

    表一所列情况表明，抗战后期的收容对象依然十分广泛。首先，入所收容者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

层，大部分系工、农、商、学、医、教等界失业、失学人员。原受过一定教育，据当局调查认定，有文化

能力者“在收容所里占70%以上”（注：《救济难民要切实》，《新华日报》1945年2月4日第2版。）；

其次，收容对象的年龄构成可谓“包罗万象”，小的不到1岁，老的高龄80，男女老幼均有，其中16至45
岁的青壮年最多，学龄儿童及失学人员居次；再次，收容地域广及全国各省乃至港澳地区，难民原籍湖

北、安徽、湖南、江苏、河南、浙江、广东、江西等战区省市者最多，后方地区难民亦有少量入所收容。 

    （二）收容功能向复合救济型发展。 

    为了使难民转化成抗战有生力量，收容机构除了向难民提供食宿、医疗条件外，还对入所难民实施组

训、教育及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为年轻力壮者介绍职业或酌贷资金，使其自谋生路。由此，克服了收容救



济的一些消极因素，逐步形成不同于平时收容院所的复合救济类型，主要有以工代赈的难民生产小工厂、

小农场、习艺所；救济与教育并重的难童收容院所，如儿童保育院和教养院及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

校；按职业、年龄、性别等区别对待的特殊收容机构，如教育界员生收容所、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等。其

中较为典型的有如下数种： 

    1.难民习艺所。 

    即组织收容所内具有生活技能与年富力壮的男女难民从事缝纫、刺绣、木工、结草绳、扎纸花、制拖

把等生产工作，使之既可解决衣食住问题，又能得到一定工资。如上海国际救济会收容所内兼设了6处难

民习艺所，参加人员最多时一所就达200多名，工作报酬：“最多的每天2角4分，最少也有1角钱”。

（注：苏迅：《难民习艺所》，朱作同、梅益主编：《上海一日》，第146页。） 

    2.难民互助社与合作社。 

    主要是由政府救济机关为难民提供小本贷款并组织难民入股而成。办得最好的当数广西桂林难民收容

所，其设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3月5日，在桂林城外搭建了7个难民棚，收容苏、浙、皖战区难民9505
人。所内难民不仅有生活费，“大人（老弱妇女）每天2角，小孩每天1角5分”，而且有建房费，“每户

（5人为1户）可领30元”。特别还组织所内难民成立互助社，允许难民入股满100元者即可开办合作社，

供应所内难民的柴米油盐等生活消费品（注：秋江：《今后的难民救济工作》，《新华日报》1939年4月
2日第2版。），以此小本负贩而自谋生路。 

    3.教育界员生收容所。 

    由江苏同乡会于1938年初在武汉创立，开办宗旨为：“集中教育人士加以训练，俾得展其所长、为国

效劳，稍尽救亡之职。”（注：《难民》周刊，第10期，1938年5月12日出版，第12页。）所内难民依

照职业分为农、工、商、学等各组各队，设有青年教育班、儿童教育班、妇女识字班等，开展了多种多样

的文化培训及社会教育活动，从而“几乎把个个难民都开发得兴致勃勃、意趣绵绵地在不断地动着，而且

有意义有组织地动着”。是为当时最典型的“一个动的难民收容所”。（注：赵再周：《怎样调整难民的

生活？》，《难民》周刊，第4期，1938年4月2日出版，第4页。） 

    4.战时儿童保育院与教养院。 

    系专门收容战争灾难儿童的特殊救济机构，但因当局一开始就将它列之于“战时新型教育机关”

（注：顾岳中编着：《战时的新型教育机关》，独立出版社1939年版，第42页。），而未计入救济设施

项目内，故本文特别将此作为收容机构的特殊类型略述如下：193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了战区儿

童教养团暂行办法15条，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责令各县至少举办1─2团收容战区儿童。经此提倡，遂有战

时儿童保育会与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之组织分别设立的儿童保育院及儿童教养院：(1)儿童教养院，由中国

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主办，以“收容战区被灾儿童，予以保育并施以适当之教育”（注：顾岳中编着：《战

时的新型教育机关》，独立出版社1939年版，第42页。）为宗旨，主要在干城（今干州）、浦市、沅

陵、西康、重庆等地设院，收容难童约1万余人。1938年10月，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将所有孤儿院扩改

为教养院，专门收容难童，所需经费除由各省市政府自行筹划外，不足概由中央拨发。（注：《中央日

报》，1938年10月3日第3版。）据当局统计，到1942年12月底止，全国共有儿童教养院100所，收容难

童28202名，其中官办31所、私立41所、社团主办28所，由中央拨助款额共计355089.42元。（注：国

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主编：《各救济灾难儿童教养院所收容儿童人数及拨发款数》，《统计月报报》第

75、76号合刊，第62页。）难童入院全部免费，按婴儿期、学龄期、成童期等三个阶段分别实行保育及

幼儿教育、国民教育和工读并重，尤其注重生产教育，以使难童经入院训练后，养成独立生活之能力和增

强生产之技能。难童毕业后部分升学深造，如1942年就有儿教院毕业难童“升入国立中学及国立师范者

313名，经会选送习艺者410名，考取西北战干团少年工作队者380名”。（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

第》97辑。参见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第118页。）

(2)儿童保育院，由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于1938年5月1日在汉口首设，很快遍及四川、广东、广西、湖

南、江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福建、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各地。其中四川即有10余所，收容难童

约2万人。各院均实行教养并重的住院管理制，入所儿童的教养费，视其经济能力分全费、半费、四分之

一费交纳。（注：顾岳中编着：《战时的新型教育机关》，独立出版社1939年版，第44页。）其教导编

制按婴儿部、幼儿部、小学部等分别施以保育、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入院难童达到小学毕业程度后，可

考选升入国立中学读书。据孙艳魁先生统计，从1938年到1946年，共有6000多名保育院儿童升入初中就

读。（注：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第5期，第29页。） 

    5.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 



    这是专门收容战地流亡知识妇女的救济机构。由振济委员会于1941年5月在重庆市区张家花园71号设

办，次年5月正式收容妇女，其开办经费来自于振委会组训费拨款，内设总务股、辅助股、训导股等，定

有《招生简章》、《院组织大纲》、《院工作纲要》等。院生每人每月享有130元生活费，包括米菜水炭

的开支，无医疗救济。院方对学员实施生活管理、精神训练、学术及技术补修等，以“安定流亡妇女生

活”与“辅助和训练”难妇就业。（注：《振委会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两周年纪念特刊》，1943年7月15
日出版，第7页。）据统计，长期停留在院内者很少，一般仅有100多人，院生绝大部分都有出路，到

1945年4月止，共有1140人升学或找到了工作。（注：《妇女辅导院昨纪念四周年》，《新华日报》

1945年6月2日第2版。） 

    （三）收容所凝聚着慈善之情。 

    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自设立之始便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其维系及发展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之合

力，尤其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长期捐助。笔者仅根据《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难民》周刊和《上海

一日》辑录等新闻报导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所藏数据便已得知：在难民收容所，不仅常

有社会要人、知识分子、宗教善团代表等入所慰问或考察服务，而且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

款捐物。如重庆市内难民收容所在1945年1月至2月期间所接受的捐款合计1836138元、捐物3732件
（套），具体明细如下（见表二）： 

    表二 重庆各收容所接收捐助统计表（注：重庆市档案馆藏：《社会各界捐助物资登记表》，《救济

难民委员会》全宗第15卷（一），第19页、第67页。）（1945年1-2月） 

    仅此可见：向难民收容所伸出救助之手者，不仅有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而且有无数不

留姓名的仁人义士。社会各界所捐款物，大多系日常生活用品，能为难民解除一些燃眉之急。源源不竭的

捐资，是战时收容机构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撑力量，而难民收容所的开办与维持，自始至终凝聚着人类的慈

善真情。 

    四、结语 

    抗战时期大量存在的难民收容所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又一畸形产物。在无情战火摧残下，盈千累万

的和平居民家破业毁、流离失所，被迫入所收容，暂得避难安生。由于环境条件所限，收容救济院所大多

缺乏必备设施，食宿条件低劣、缺医少药、管理混乱，所内难民难免感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待遇和折

磨”。（注：《难民问题》，《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8日第2版。）不过，能在当时那样恶劣的局势下

获得收容救济，仍属“幸运”之事。而且，收容所的开办及其发展，不仅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

逃亡、减少了无谓的伤亡，而且还保护了一批抗战生力军，各所收容的难民中，有“不少军事人才、不少

的宣传员（知识分子）、不少的兵士、不少的看护（女的），就是其余的也都是上好的工人和农民”

（注：何急：《在难民收容所碰钉子》，《新华日报》1938年2月11日第4版。），他们经过短暂收容、

休整、组训后，大部分走上了抗日前线或后方生产工作岗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通过对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研究，我们既可以从所内难民的群团生活中，更加清楚地了解日本侵华

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的巨大灾难，又能从收容机构的设立及变迁过程中，具体透析中国近代社会救济系统

的效用与弊端。此外，还可进一步论证抗战时期难民大潮的一些相关问题。诸如： 

    （一）关于抗战时期的难民概念。“难民”这一名称，在抗战前并不常见。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

着逃难、流亡人口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充满辛酸哀伤的字音迅速风传全国而普遍使用。由于战争旷日持

久、十分残酷，造成空前国难，使“每一个中华儿女黄帝后裔，可以说都已不幸的做了难民”（注：范任

宇：《怎样从流亡转到救亡？》，《难民》周刊第5期，1938年4月7日出版，第2页。），所以，此时的

“难民”是一个非常广义的特殊概念，它包括失业民众在内的战区、邻近战区和后方遭难的人口。若要明

确定义“战时难民”，笔者认为应从收容对象的特征入手，即：抗战时期的真正难民，应是指战区内迁人

员和其它受战争影响的失业、失学人群中那些一无所有、无家可归而“住在难民收容所里，生活根本发生

问题的”（注：《难民工作》，《新华日报》1938年2月3日第4版。）人口。按当时人们的习惯分类，难

民主要包括4种人：“1.战区人民不甘为奴因而流亡者（来自都市者占多数）。2.战区各种党政及其它国

营机关人员。3.因战事影响逃避后方者（非可以逃荒比拟）。4.中央政府机关人虽被疏散者及其家属。”

（注：金家凤：《约载—难民救济意见》，《难民》周刊第8期，1938年4月29日出版，第6页。）他们寄

食于各处收容所，落魄他乡，艰难求生。 

    （二）战时难民的数量。抗战时期的难民数量，一直存有争议，主要说法有：(1)当局要员的估计是

6000万左右（注：宋美龄：《向英人讲述我救济事业》，《新华日报》，1941年4月29日第2版。）；



(2)新闻报导有的是3000万，有的是8000万（注：参见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

案》1991年第2期，第102-103页。）；(3)《中华年鉴》及有关书籍估计，低的约4000万（注：参见孙

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第102-103页。），最高的达到2.3亿。

（注：参见张嘉璈：《中国通货膨胀史》，《工商经济史料丛刊》选编，1983年6月版。）由于难民收容

所是战时中国社会的最大缩影，它以难民为专门对象，实行了“收容，尽量地收容”政策，而使遭受战灾

的人口“大半集中在各个难民收容所”（注：《难民》周刊第4期，1938年4月2日出版，第4页。）内，

因此，本文以难民收容所共计3000所、收容难民约1200万人为基数，按翻一番来估计：抗战时期“真正

难民”的总数应为2400万以上。这个数字与抗战初期新闻报导的难民总数大约在2000万以上（注：王卓

然：《难民救济问题》，《大公报》1938年3月23日第5版。）基本吻合，因为整个抗战时期的难民高潮

出现于1937年7月—1939年12月间，这一时期汇聚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人数至少1500万名，为抗战时期全

部收容人数的一大半。 

    （三）难民的流向。难民收容所的分布状态，可以明显反映难民的主要流向为：1.农村人口大部分就近

迁徙，或向邻近山区短期奔逃，或向附近的城市迁移；2.城区居民多数远奔他乡，其流徙的主要路线是：

东北→华北→华东（上海、南京）→华中（武汉）→西南（重庆、四川）。这是由于收容所一般都是在难

民出现之后才设立的，哪里有难民哪里就有收容之处，难民流往何处收容机构就跟向其必经之处，所以，

抗战时期收容所的设立过程亦反映出难民的主要流程。 

    总之，作为抗战时期的社会救济设施，难民收容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对其进行研究，显然

有助于人们对抗战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战争负面影响问题认识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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